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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转型中的城市女性失业:理论观点与实证发现

张展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关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研究,现有文献涉及了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性别歧视和旧的国家再分配体制与新兴市场机制的交互作用。围绕就业(失业)的性别不平等,归纳、提炼理论观点,提出研究假设,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显示,在两性就业差异上,没有发现性别歧视的作用;旧的国家再分配与新兴的市场机制对失业性别差异的交互影响作用于中低学历女性劳动者,而且这种作用是暂时的。这意味着,性别不平等的“自身逻辑”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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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晓灵曾对本文的实证分析提出一些重要建议,在此致谢。

Unemployment of Urban women in Market Transi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ZHANG Zhan-xi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AS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In the literature on gender inequalities in labor markets during China' s economic transition，attention has been drawn t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rising market mechanisms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and of正fashion state redistribution. With the focus on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cities，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oretical views，formulates research hypothesis，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sample data of China' s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in 2000 .It finds that as market transition has considerably deepened，there is no sign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effect on employment inequality, and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state redistribution with market mechanisms on gender inequality in employ went restricts to urban female workers with middle and low-level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and tends to diminish .This implies that research interests in this field may turn to the inherent logic of gender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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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化导向改革的深入,分配和就业等方面的不平等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学者和政策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这一领域,性别不平等是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归纳、提炼有关性别不平等的理论观点,推断两性就业(失业)差别的假设命题,利用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形成结论。

1关于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观点

在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是否扩大了?如果是,其原因是什么?从现有的文献中,可以总结、提炼出三种理论观点。经济学家Liu等根据劳动力市场理论,论证了影响中国转型时期工资性别歧视的两大因素:传统文化和市场竞争(Liu ,Meng and Zhang 2000)[1]。当企业成为经营主体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歧视将影响雇主或经理,使得女性雇员的报酬低于具有同样生产力的男性雇员的报酬,从而产生收入的性别不平等。但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短期的。在充分竞争条件下,不歧视女性的雇主可以取得劳动投入的相对成本优势,使歧视女性的雇主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长期趋势是,市场竞争弱化、消除基于传统文化的两性收入差异。这一观点隐含着一个关于性别不平等的一般性命题:在经济转型中,由于传统文化和市场机制先后起支配作用,性别不平等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这可以称之为转型时期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歧视—市场机制互动”观。一些社会学家对中国城市的观察是:随着作为女性保护者的国家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在就业和就业岗位、职务提升、工资

报酬等方面,针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歧视开始浮现(Lee 1995;Honig 2000;Hershatter ,2000)　[2][3][4]。根据这些观察,可以提出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第二种观点:改革削弱了计划体制下的国家再分配机制①,导致了劳动力市场歧视。另一些学者发现,在改革期间,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经济社会地位没有显著的趋势性变化(Zhou ,Tuma & Moen 1997)[7],也没有与市场化程度相关的地区差异(Shu & Bian ,2002)[8]。这就形成了第三种观点:性别不平等有自身的逻辑,市场导向改革对其影响是非直接的和不确定的。

2改革前的国家再分配对女性的影响

以上观点涉及到文化传统、国家再分配和市场机制这三种可能影响性别不平等的“基本力”,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照框架。但是,还有一个有关国家再分配的问题需要澄清。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实际上都断定性别歧视的上升,不过前者强调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市场竞争的主导效应,后者关注国家再分配机制对性别差异影响的弱化。二者都没有谈及与性别歧视无关的性别差异及其与国家再分配的关系。然而,忽视这一点可能导致对国家再分配功能的片面理解。

毫无疑问,在改革前,以劳动力的计划安置和统一的工资福利发放为特征的国家再分配体制在消除1949年中国革命以前的性别歧视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央计划时期,城市女性劳动力与男性一样,被纳入统一的就业、福利和保障体系之中,并在意识形态上大力宣传男女平等。这样,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城市妇女的就业率大幅度提高,并保持了较小的工资分配性别差异。到经济改革开始的年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男女劳动力两性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蔡昉2003,第8章)[9],说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不再支配妇女就业与收入。但是,还应注意国家再分配的其他作用。平均化的国家再分配压低了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使人力资本禀赋不高的劳动者实际相对受益,在收入和就业上都取得保障。在这类劳动者之中,女性受益程度还要大些。在计划经济时期下,中国实行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第三产业比重较低(Lin , Cai and Li,1996)[10]。这样的产业结构本来不利于妇女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同男性相比,女性劳动者就业要更多地依赖国家;为了实现妇女就业目标,国家必须通过计划和行政手段,人为地增加就业和开办企业,安置女性劳动者。此外,在就业场所内部,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福利制度也忽略了女性劳动者在劳动供给上的“折扣”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男女“不同工同酬”现象(潘锦棠,2002)[11]。在这两方面,国家都要支付成本。这样,国家再分配体制一方面矫正文化传统上的性别歧视,使全体女性受益;另一方面,这种体制和机制为中低学历和能力的女性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和就业保护。

上述对国家再分配的剖析有助于判断转型时期性别差异变化的性质。如果变化发生在全体女性与男性的对比上,可以考虑来自文化传统的性别歧视的影响和文化传统与市场机制的交互作用;如果只能对部分女性——某些女性劳动者群体观察到性别差异,则需要考察国家再分配和市场机制的此消彼长;如果观察不到任何两性差异与经济转型的联系,那么可以认为性别不平等与市场化无关的观点获得了支持。

3研究思路

在1978年以前,中国通过计划和行政手段,为城市劳动者在企业和其他单位安排工作,并终身就业。这样,实际上,国家为每个劳动者提供了就业保障,因而也就“消灭”了失业。经济改革改变了这种状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中期,实行了较为激进的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在城市中,下岗失业工人的数量不断增长。90年代以来的一些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女性失业下岗率较男性高(蔡昉2002,第8章)[12]。这似乎意味着在经济转型中,女性在劳动就业方面受到的冲击要大于男性。本文以就业(失业)的性别不平等与市场转型的关系为研究主题,提出假设命题,进行研究设计,通过统计推断来分析两性就业差异,以检验关于转型时期性别不平等的理论观点,把握经济转型中劳动就业的性别不平等变化的规律。

3.1市场化的度量

考察改革中失业的两性差异,首先需要度量市场化——市场经济扩张的程度。在现有的研究中国转型时期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文献中,有三种度量市场化的方法。一是“趋势方法”——用时间作为市场化的代理变量,把不平等和分层的趋势变化解释为市场化的作用。这种常用的方法实际上把市场化假设为一个线性过程,这有可能使问题过于简单化;在可利用数据方面,也缺乏调查年份比较紧凑的问卷资料。二是“部门比较法”——用不同部门间不平等的比较来判断市场化的效应。例如,Liu析国有部门、城市集体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工资决定并进行比较,来估计市场化/私有化对工资差别的影响(Liu , Meng and Zhang ,2000)[13]。这种方法简单明了,但是也可能忽略国有部门自身分化的影响和改革推进的地区不平衡性。三是地区改革相对进程的横截面方法,即直接度量不同地区或城市在同一时点的市场化程度差异[14]。这要求有代表性的市场化指标,同时需要样本量较大的调查数据。

本文采用第三种方法,并采用一些经济学家建立的中国各地区(省、市、自治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樊纲等,2003)[15]为度量指标②。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是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和法律制度环境这五类指标为基础构造出来的。1999年相对指数表明了这一年度各地区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社会转型上的差异。

3.2研究时点本文的研究时点为2000年。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在1995年以前,中国城市改革是温和的,而后是激进的(Meng 2001)[16]。因此,到2000年,市场化转型的情况是:作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先行者,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实际处于市场化的“长期”阶段;在改革相对落后的地区,还需要在某些方面破除旧体制,仍处于市场化的中期。这样,不同地区之间在改革程度上形成了巨大差异。这一“横截面”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改革进展的逻辑性的历时过程,为检验关于性别差异与市场化关系的理论观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平台。

3.3研究对象

由于城乡劳动力市场正在融合,目前在城市,从户籍和迁移这两个维度来看,有四个劳动人口群体。第一组群是持有非农户籍、(非外地迁入的)本地常住人口,这是城市劳动人口的主要成分;第二组群是持有农业户籍、(非外地迁入的)本地常住人口;第三组群是持有非农户籍、外地迁入的流动人口;第四组群是持有农业户籍、外地迁入的流动人口。户籍制度是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基础(蔡昉等,2002)[17]。农村人口早在80年代就独立于公有制组织,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外地迁入的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同非农户籍常住人口相比人数较少,各省分布很不均匀,而且远离旧的劳动制度安排,更深地卷入劳动力市场。这样,劳动人口第一组群———非农户籍本地常住人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中,而且更多地受到国家再分配的保护。而在不同的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同,这一组群的两性就业差异程度也可能有显著差别。因此,本文以这一城市劳动群体为研究对象,界定为所研究的“城市劳动者”。

4研究假设

根据“文化歧视——市场机制互动”观,把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视为处于转型的不同阶段,则可以推断,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处在改革初期,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雇佣性别歧视随市场导向的强化而复苏、加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处在改革深化时期,市场竞争机制开始抑制文化歧视,并使这种歧视加速消亡。这就提出了假设命题1: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由低到高,两性就业差异先升后降,呈现曲线关系。

假定文化性性别歧视不再发挥作用,只考虑国家再分配与市场机制的碰撞,则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在国家再分配体制下,城市中的中低学历女性劳动者相对受益最大,国家为其支付成本可能比同类男性更高,当市场经济取代国家计划、国家不再作为生产和分配主体、下岗和失业成为国有单位的可行选择时,她们被推向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更大。而对这部分习惯于国家安排的女性劳动者来说,面对急剧推进的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有一个“适应期”,即在失去原公有制单位的工作之初,不能积极地直接面对劳动力市场,而是继续依赖政府机构和原单位来争取重新就业。另一方面,新兴的劳动力市场也是随着整个改革进程的推进和经济发展而扩展、深化和完善的,一开始可能没有创造出大量的适合城市女性的就业岗位。在市场化改革大幅度进展之时,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变化:中低学历的女性劳动者逐步适应了新的形势,而劳动力市场也在不断扩张和细分。当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显著改善了,女性的高失业就会下降。简而言之,这类女性劳动者将从最初过分依赖国家、受到市场化的猛烈冲击,逐步走向适应市场、把握市场机会。因此,可以提出假设命题2: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由低到高,中低学历城市劳动者的两性就业差异先升后降,呈现曲线关系。这一命题的隐含命题是:高学历劳动者就业的性别差异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无关。

5数据、变量和统计模型

实证研究利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0.95%抽样数据③。这里只选择年龄15周岁以上、目前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或失业)并常住城市非农户籍常住人口样本④,形成一个用于分析的数据集。基于研究目的,定义了三组虚拟变量:(1)女性(女性=1,男性=0);(2)年龄,包括“15至25岁”、“26至35岁”、“36至45岁”、“45岁以上”四个变量;⑤(3)教育程度,包括“小学及小学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本科以上”六个变量。以上是微观层面变量,此外还有前面选定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这一宏观层面变量。最后,是一对反映女性和市场化进程的交叉作用的变量。由于女性与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的乘积这一变量与女性这一虚拟变量之间相关程度较高(Pearson 系数大于0.9),构造了另一个度量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变量: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与相对指数中位数的差。这里,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中位数为中国中部内陆省份——湖北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5.45。这一变量的值就是一个省份与处于“市场化中游”的湖北省相比,市场化水平的相对差距或超前程度。然后,定义两个微观—宏观交叉变量:女性×(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5.45);女性×(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5.45)2。构造这两个交叉变量是为了考察失业上的两性差异是否随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引入了女性与市场化程度变量平方的乘交叉变量,是因为考虑到两性失业差异与地区市场化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而是曲线的。

统计分析使用失业的、Logistic 事件发生比(Ｐ/(1-Ｐ))对数的线性回归系数⑥。在回归分析中,首先假定女性失业与地区市场化无关,将女性和年龄、教育作为微观层面变量进入模型用进行估计;然后将两个微观-宏观交叉变量加入,以估计两性就业差异与地区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6研究发现和解释

表1给出了按照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分列的城市非农户籍常住劳动人口的失业率和由大到小排列的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表1显示,从全国来看,女性失业率比男性失业率高2.32个百分点。该表第五栏“两性失业率差”表明,除了福建、海南、广西、贵州,各省份女性失业率都比男性失业率高。但是,从直观上看,各省市自治区的两性失业率差与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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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展示了样本的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分布。从总数上看,在城市非农户籍常住劳动人口中,女性的比重略低。在45岁以上的劳动者中,女性的比重大大低于男性,这是现行的退休制度的后果。同男性相比,女性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人数比例要明显低,但只有初中或初中以下学历的女性的比重低于女性劳动力的总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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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列出了失业的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显示,在控制了年龄和教育程度、但不加入微观—宏观交叉变量时,女性失业的事件发生比为男性失业的事件发生比的114.15%(ｅ0.1323),即高14.15%。这说明,假定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两性就业(失业)差异不构成影响,在年龄和学历相同的条件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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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放弃了“两性就业差异与地区市场化程度无关”假设,加入了女性与市场化的两个微观—宏观交叉变量。根据这一模型的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回归系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女性高于男性的失业可能性是由0.2149-0.0568×(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5.45)2决定的。这样,两性失业差异与地区市场化程度构成二次曲线(抛物线)关系:在市场化慢于湖北(中位数)的省份,市场化程度越高,女性越容易失业;在市场化快于湖北的省份,市场化程度越高,女性越不容易失业;在湖北,女性最可能失业,女性失业的事件发生比为男性失业的事件发生比的124.53%(ｅ0.2149),即高24.53%。这一结果似乎强有力地支持假设命题1,即肯定文化歧视与市场机制交互作用的观点。

但是,对样本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失业差异与地区市场化的曲线关系并不适用于所有女性。表4提供了在不改变表2模型的情况下(表4见第8页),按照教育程度对样本进行分类、分别做回归分析的结果。对初中以下的劳动者而言,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两性就业差异没有影响;对初中和高中学历劳动者而言,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两性就业差异的影响分别为两条抛物线,关系模式与表2所显示的类似;对中专学历劳动者而言,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两性就业差异的影响关系仍为抛物线,但女性地位优越——无论在什么省份,中专毕业女性的失业机会总是不高于同学历男性劳动者的失业机会;对受过大学教育(大专或以上)的劳动者而言,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两性就业差异没有影响。这一组结果意味着,在城市女性劳动者中,只有初高中女性超出男性的失业机会与地区市场化构成曲线关系。这无法用“文化歧视—市场机制互动”观来解释,因为基于文化传统的性别歧视不会只影响部分女性劳动者的就业。然而,表4的分析结果可以从新兴市场机制对政府再分配安排的冲击上寻求解答,因为初高中毕业的劳动者都属于中低学历,又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劳动力主体。表4中关于初高中学历女性的独特发现拒绝了假设命题1,同时支持了假设命题2。在表3中,有关小学或更低学历劳动者的统计结果似乎不支持假设命题2。但考虑到这一群体在城市劳动力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为样本的5.6%,而初高中劳动者占到样本的59.86%),该结果可能不具有代表性。

表4还提供了另外一些结果。对城市劳动者说,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年龄降低失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降低作用在45岁以后更为明显。这表明,城市失业问题对中青年的压力较大。从高中学历起,教育程度降低失业的可能性,而且教育的这种效应突出表现在高等教育群体上。这里显示了教育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

7结论和讨论

文化性歧视、政府再分配和市场机制都可能影响两性的就业不平等。然而,从本文关于失业性别差异的实证发现中,看不到以文化传统为基础的性别歧视的迹象。这意味着,从就业角度来看,歧视女性的文化意识并没有随着经济转型“复兴”;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仅仅全面实施和贯彻20余年的计划经济的劳动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已经消除或基本上消除了文化传统对就业的影响。对两性就业不平等的影响来自新旧体制——市场和再分配安排的互动,但这一影响也是局部的,局限于作为城市劳动主体的中低学历女性。对于拥有大学文凭的高学历劳动者来说,无论是否考虑地区市场化差异,都没有观察到就业的性别不平等。这说明对这个群体而言,就业的性别不平等有自身的逻辑,与市场化无关。以上结论的政策涵义是:对中国女性劳动者就业前景的展望是乐观的,城市女性会逐渐适应市场,市场也会不歧视地接纳女性,这就是今天在市场化的前沿省份发生的事情。当然,无须赘言,本文结论是初步的、暂时的。由于所使用资料的限制,笔者未能在回归模型中控制经济部门或所有制变量,还有其它未曾涉及的视角。在这一研究方向上,还需要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进一步积累。

如果本文的发现得到更多的确认,如果在收入以及其他方面的性别差异与地区市场化关系的研究也获得与本文结论类似的发现,则意味着:第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歧视女性的文化已经终结了;第二,旧体制下的国家再分配制度安排对两性差别的影响是局部的、暂时的。因此,新兴的市场经济在中国没有导致或诱发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这样,在中国的性别不平等研究上,社会科学家的兴趣将可能从重视文化性歧视、再分配和市场转向揭示和理解性别不平等的“自身的逻辑”,从而把这一领域的理论探索推向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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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在比较社会学研究中,改革前的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国家被定义为“再分配经济”:国家废除劳动力市场,通过等级行政体系集中社会产品,然后进行再分配。参见Nee(1989)[5]和Szelenyi  (1978)[6]。

②参见本文表1。

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长表由抽样获得的百分之十的户填报。见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Ｎ].人民日报,2000-01-26.

④根据“五普”长表问卷设计和本文定义,“迁移”是指1995年10月31日以后常住地的变更。由于这样定义“迁移”,这一时点以前的迁移者将被视为未迁移人口。因此,“常住人口”实际上包含了一些五年前的(跨市)迁移的人口。

⑤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含离退休者,因此没有设立年龄上限,这样可以把超过正常退休年龄、但依然活跃在劳动力市场的城市人口包括进来。

⑥这里,Ｐ定义为“进入垄断产业的可能性(概率)”,因此,“事件发生比”即发生概率对不发生概率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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